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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对习近平文化观的思考

李维武

摘 要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观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

的基本点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回答传统文化与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关系问题。

由此出发，这一思想阐发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指导思想和切入点，要求处

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关系，从中来确立中国文化由“古”而

“今”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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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心，对当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诸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刻

阐发，这一系列精辟论述构成了他的文化观。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习近平文化观的

一个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习近平 2013 年 12 月 30 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
话中首次提出的，当时的提法是“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P160）。在以后的多次讲
话中，他反复重申这一思想，进一步表述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他更明确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3] 这一思想作为习近平文化观的重要内容，为我们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与现

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已有许多研究者对习近平的这一思

想进行了解读和阐发，为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思考。但这些解读、阐发和思考又都存在进

一步深化和完善的空间，有待通过新的研究使之更为深入、更加全面。在这里，本文主要对习近平这一思想做

专门性探讨，以期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观。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首先需要把握的是对这一思想有

一个完整而准确的理解，而不是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提法的来源与含义作细琐的梳理与考释。

在这里，需要理解的是两个关键性概念：一是文化，二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什么是文化？对于文化，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概念和解释，但大体而论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广义的文化

概念，二是狭义的文化概念。广义的文化概念，指人类所进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及其全部成果，包含

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各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概念，则专指人类所进行的精神创造及其

成果，仅包含思想观念的内容。

对于这两种文化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作过认真探讨和明确界定。1923 年，瞿秋白从唯物史
观出发，对广义的文化概念作了界定，指出：“所谓 ‘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 ‘所作’：一、生产力之状
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

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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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之 ‘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4]（P20）在这里，瞿秋白不仅对广义的文化概念的内涵予
以了明确的规定，而且揭示了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从唯物史观出发，对狭义的文化概念作了界定，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

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P663-664）在这里，毛泽东
把文化定义为“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把文化看作是人类创造活动中不同于经济、政治的内容，认为文

化既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又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而清楚

地说明了狭义的文化概念。瞿秋白与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有广义与狭义的不同，但坚持以唯

物史观来理解文化则是共同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制定路线、政策和策略时，为了具体而明确地说明和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更多

的是使用从唯物史观出发的狭义的文化概念，所论文化往往是指与经济、政治不相同而又相关联的“当

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习近平也是如此。一方面，他是在精神世界和观念形态的意义上来讲文化问题，强

调文化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3]，“优秀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另一方面，习近

平又指出，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是永远如此、凝固不变的，用他

的话说就是：“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

振”[6]（P350），“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1]（P161）。这
些都表明，习近平所讲的文化及传统文化，都是指从唯物史观出发的狭义的文化概念。

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在这一文化概念的意义上，来看待

传统文化与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关系的，其内涵十分清楚：传统文化是建筑在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之

上的，并不是建筑在现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之上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改变，

文化也或迟或早要出现变化和发展，使之适应于新的时代，使之适应于新的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为了在

新的时代保存和发挥传统文化的精华，就需要对属于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进行转化和改造，使之能够在

新的时代得以承续并起到积极作用；而这种对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所进行的转化和改造，需要具有创造

性和创新性，既不是守成不变，也不是守先待后，更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说

的：“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

发展中继承。”[2]

这些都清楚表明，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自己的基本点：这就

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回答传统文化与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以别的什么主义、

别的什么历史观回答这一问题。在这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统

一在一起的。而要理解和把握这一基本点，在于理解和把握从唯物史观出发的狭义的文化概念。换言之，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离开了从唯物史观出发的狭义的文化概念，不可能看到文化存在、变动、

转化、发展的真实基础，是难以完整而准确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思想的。

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

立足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回答传统文化与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关系问题这一基本点，习近

平进而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作了具体的阐发。他的这些阐发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

面的内容：一是阐明传统文化对现时代中国人的重要性，二是阐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必要性，三是阐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

习近平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

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6]（P349）因此，传统文化对
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过去了的东西，没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东西；而是与现在和未来相联

系的东西，是对今天的人们十分宝贵、值得今天的人们倍加珍惜的东西。对于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作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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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意义，习近平作了反复的强调。他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P155）；又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
厚的文化软实力”[1]（P155）；还说：“站立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
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
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P29）传统文化的这些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传统
文化的作用、价值和意义，使传统文化融入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中，这就提出了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这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第一个根据。

习近平又指出，传统文化尽管对于今天的人们有着重要性，但还必须看到，传统文化毕竟是在古代

社会中创造和发展的，毕竟是建筑在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之上的，其中除了精华之外，还有糟粕；除了

积极的内容外，还有消极的内容；除了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外，还有在今天已经过时了的东西。他说：“传

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

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2] 由此来看传统文化，对于其中

的糟粕、消极的内容、在今天已经过时了的东西，当然要加以鉴别、批判和扬弃；对于其中的精华、积极的

内容、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也要使之与今天的时代要求相适应、与今天的社会发展相结合。“这就要求

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

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

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

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 因此，传统文化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适应现

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才能得到传承、延续生命、永葆活力。这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又一

个根据。

那么，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否实现呢？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尽管是古代的东西，

但是今天的人们完全能够对其加以正确取舍，使之实现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在这个问题上，

他以现实的事例作了具体的说明。习近平以全国道德模范为例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

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P158）他
又以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指出：“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1]（P181）因此，他确信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能够实现的，表现出了一
种坚定的文化自信。这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再一个根据。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阐发，习近平指出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

能性。这也就阐明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这些根据清楚表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非一种策略性的宣传工作，而是具有

战略意义的文化建设。

三、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不仅论析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而且对如何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作了许多阐发。在这些阐发中，既有关于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又有关于具体工作措施的指

示。如对于有关学科的建设问题，习近平就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

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7] 这些关于具体工作措施的指示当

然值得重视，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关于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在这些有关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中，最为重

要者无疑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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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在提出“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就已强调了这个转化和发展的思想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

社会主义道德观”[1]（P160）。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

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3] 这些都清楚表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要有明确的指

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个指导思想，并不是所有重视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人都赞同的。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

主义就其来源论，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的；就其作用论，更不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过直接

作用。那为什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呢？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与 30 年代之交，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入中
国古史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时，就遭遇到不断的质疑之声。面对这些

质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因此而收起自己的思想旗帜、放弃自己的学术探索。郭沫若在《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曾大声疾呼：“谈 ‘国故’ 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
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 ‘国故’ 都不好让你们轻谈。”[8]（自序 P5）李
达在为他的学生吕振羽著《中国社会史纲》所写序中，肯定了吕著的一个特点在于：“对于殷代以前的那

一长远的历史时期，著者根据莫尔甘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卢森堡

的《经济学入门》等著，探求出史前期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根据中国古籍中神话传说式的记载和仰韶

各期古物，探求中国史前期社会的一般特征，对这一历史时期，整理出一个整然的系统。”¬[9]（P607）这
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的学术方向、理论勇气以及由此而取得的学术成

就，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启发性。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
列举的当代名家大师中就有郭沫若、李达、吕振羽的名字，并强调：“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

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7]

具体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要能对习近平的有关思想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思考，

就会消除这种质疑。因为习近平所讲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来就是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中阐发的，本来就是将这种转化和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就这一转化和发展的主体言，还是就这一转化和发展的内容与取向言，都需要

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体看，习近平所讲的这种转化和发展是有其明确的主体的，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点，习近平从理论上予以了深刻阐明。他指出：“在人类思

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

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

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

（P65）正是这样，尽管“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6]（P66）；也
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坚定信心：“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

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源泉。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

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6]（P66）因此，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引文中的“莫尔甘”，今通译为摩尔根；引文中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今通译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文中的《经济学

入门》，今通译为《国民经济学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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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容与取向看，习近平所讲的这种转化和发展是有其明确的

内容与取向的，这就是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

化人的时代任务。这就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的

内容、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要使之与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与现时代的实践相结合；而对传统文化的糟

粕、消极的内容、在今天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要加以鉴别、批判和扬弃。为此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评

价、鉴别、取舍的工作，需要确立评价、鉴别、取舍的标准和方法，否则传统文化是无法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然而，这个评价、鉴别、取舍的标准和方法，不可能在传统文化自身中去求得，因为即使是

古代圣贤也不可能了解现时代中国，更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与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与现时代的实践相结

合。因此，这个评价、鉴别、取舍的标准和方法，只能在现时代中国来求得，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来求得，在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中来求得。在这里，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当然是应有之义。这就要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内容上、在取向上都必须以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家在思考问题时总是强调先立乎其大者。今天我们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也当如此。这个大者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当年在选择“主义”时曾言：“主义

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0]（P554）距此 95 年后，习近平又指出：“指
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6]（P33）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样少不了引领人
们共同趋赴的思想旗帜。时下的“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乱象，引起人们的

不满和批评，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旗帜还打得不够坚定、不够鲜明。

只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旗帜打得坚定了、鲜明了，才能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确立明确的评

价、鉴别、取舍的标准和方法，才能有效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切入点

习近平不仅从宏观上强调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而且经常在自己的文章

和讲话中引用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的内容、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使之与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与现时

代的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这就为我们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提供了切入点。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富有启发性。

首先，习近平注重发掘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发生重要作用的传统文化因素，以

表达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使今天的中国人从中得到启示、受到教益、提升境界，也使世

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人们由此来了解今天的中国。习近平指出，古人的一些精彩思想，有益于今天

的中国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说：“古人所说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政治抱
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 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1]（P405-406）习近平又指出，今天的中
国人对于和平的热爱，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印证。他说：“中国人自古就推崇 ‘协和万邦’、‘亲仁善
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 等和平思
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2]他

由此认为，孔子与儒学之所以值得今天的人们重视和研究，需要对其思想遗产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就在于孔子与儒学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因此，“研究孔子、研

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2]

其次，在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发生重要作用的传统文化因素中，习近平注重发

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联的内容，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能够获得最广大的中国人的认同和践行。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



· 10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3 期

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

命力和影响力。”[1]（P170）他进而举出“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和理念，他说：“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

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

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

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P171）
再次，在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发生了重要作用的传统文化因素中，习近平注重

发掘其中具有人民性的内容，以此来提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

务，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他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

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

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

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6]（P316）习近平列举
了古代诗歌的一些名篇佳作，如《古诗源》的《弹歌》，《诗经》的《七月》《采薇》《关雎》，屈原的《天

问》，还有北朝的《敕勒歌》《木兰诗》，强调这些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他又列举了古代诗人的

一些感人诗句，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

叶总关情”，认为这些都深刻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他由此告诫今天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们：“要想有成就，

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

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6]（P318）
上述这三个方面，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性。从中可以清楚

地看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关键在于立足现时代中国，经过认

真探索，作出合理选择。切入点选择得好，就能使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的内容、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很

好地与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与现时代的实践相结合，做到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从而推进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五、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关系

在提出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习近平还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不是仅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上下工夫、做文章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密切相关联的，必须要

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因此，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如何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呢？习近平有两段话十分重要，阐明了这个问题。一段话是他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的：“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帜。”[6]（P36）另一段话是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

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 认真领会这两段讲

话，我们可以从中把握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关系的关键，发现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关系的钥匙。其

中，有三点尤其需要领会和把握。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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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与“今”的关系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之“古”，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为中国

文化之“今”。中国文化之“今”是有其具体的创造主体和创造基础的。这个创造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和

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这个创造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近百年的伟大斗争。这个

伟大斗争包括了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正是这个伟大斗争塑造了现代中国，创造了

中国的新经济和新政治，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这些都可

以说是中国文化之“今”。中国文化之“今”与中国文化之“古”，其风貌、其内容、其主流思想、其时代精神

当然不相同，但都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都有着历史的客观根据和历史的合理性；正是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了近百年的伟大斗争，中国文化才出现了“今”与“古”的区别和由“古”而“今”的更替。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其共同点，中国文化之“古”与中国文化之

“今”是相通的。这个共同点，这个相通之处，表现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从历史看，这三种文化形态作

为中国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都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帜，一脉相承而源远流长，并不是说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脱离了中国文化发展主流的歧出。

从现实看，这三种文化形态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都有着重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而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没有这个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会失去丰厚的资源、缺乏养料

的滋润；没有这个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站立起来、发展壮大。因

此，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这三种文化形态实是相通的。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联，是按照由“古”而“今”的历史逻辑来

确立的，表明了现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点，习近平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已经作了很清楚的阐发。现时代中国文化的这一发展方向，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所决定的，是由这个实践中创造的新经济和新政治所规定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

理性。中国文化“古”与“今”的关系问题，只能依据这个历史的逻辑来解决，以由“古”而“今”为中国文化

的发展方向；而不能违背这个历史的逻辑来论说，去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甚至异想天开，由

“今”返“古”。

正是这样，习近平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积极倡导和发掘的同时，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予以了大力阐发和高扬。在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他肯定了其中“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基因”，同时又指出其中“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1]

（P169）。习近平指出，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培育的“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

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1]（P168）。在谈到当前的家风建设时，他肯定了古
人家风的精华，说：“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6]（P355）但他更
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培育的革命家风，指出：“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

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

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6]（P354）“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
重视家风。我看了很多革命烈士留给子女的遗言，谆谆嘱托，殷殷希望，十分感人。”[6]（P355）习近平号
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

修身、齐家落到实处”[6]（P35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的关系表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不是传统文化在自身范围内的改进、完善和演变，不是传统文化“独善其身”的“自改革”，而是

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密切相关联的文化再创造，是以由“古”而“今”为发展方向的中国文化新

开展。因此，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从中确立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是理解和把握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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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

想之先声”[7]，这是习近平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殷殷期待。在看待中国文化的古今关系时，

我们也应当以此为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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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flection over Xi Jinping’s Cultural View

Li Weiw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o achieve the creativ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view. The basic point of this thought lies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rrent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Marxist’s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is thought further elaborates the foundation, the guiding
principle and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equires the correct trea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whereupon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should be set up.

Key words Xi Jinping；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creative transformation；innovative development；
New Era；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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